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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多元论争
∗

李因才∗∗

内容提要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逻辑大致基于三个相互联结的

论题:“脆弱国家”威胁论、安全—发展联结与“民主和平论”.“脆弱国

家”威胁论和安全—发展联结彰显外部干预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民主

和平论”则提出了干预的方向和诊疗的药方,即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

的解决方案.“和平建设者”的任务是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将一个饱

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国家.但自由主义建设

和平的重大缺陷是,它将运转良好的国家的存在视为给定条件.干预

模板内在所包含的多重议程和多重目标,多种行为体的参与及其政策

的不同偏好,也弱化了建设和平的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对自由主

义建设和平的外部批评大致集中在三方面:忽视干预客体的现实与建

设和平之间的内在机理,导致无效干预;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权力

优势,再现了国际社会的权力等级体系;对人的解放关注不足.２００１年

以来,关注地方、地方参与甚至地方自主的声音明显增强,建设和平的

地方化趋势加快.当然,地方视角应该被纳入建设和平,成为其整体方

案的一部分,但不应被想象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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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３０年,广泛开展的建设和平行动已使其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

产业,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地区和区域组织及各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

参与进来,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学界、发展援助界和智库的

推动下,对建设和平的研究也日渐丰富和深入.值得一提的是,西欧特别是

英国在这其中的角色尤其突出,这部分源于英国政府在建设和平方面的大

量投入.
随着建设和平行动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近十多年来,基于西方式自由主

义模式的建设路径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既有对自由主义在非西方

世界大肆泛滥的激愤指责,也有出于对这一干预措施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

的理性反思.本文聚焦自由主义建设和平这一议题,深入分析其发展演化、运
行逻辑和内在悖论,从现实、权力和解放三个角度评述外部对其的主要批评,
在此基础上,探讨建设和平的地方化发展趋向.

一、自由主义建设和平:概念及其逻辑

“建设和平”最早由挪威学者、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约翰加尔通(JoＧ
hanGaltung)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他将之界定为“经由社会经济的重建和

发展来推动的社会的和平变化”.① 这一定义延续加尔通对积极和平与结构性

暴力的关注,更重视外部的非干预性的经济社会援助,较为应急性的政治和安

全手段则没有纳入.１９９２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 加利

(BoutrosBoutrosＧGhali)在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和平议程»中,首次在联合国

的官方文件中提出“建设和平”,并将其与联合国之前广泛开展的三项和平行

动即预防外交、促成和平与维持和平相提并论.② 随着联合国在这一领域大规

模活动的开展,建设和平引发越来越深入的讨论.根据加利秘书长的报告,
“建设和平”是在冲突发生之后,“采取行动,查明并支持足以加强与巩固和平

的结构,以避免冲突复发”.③ 一般而言,它“并不仅仅是消除冲突方使用暴力

的即刻意愿”,还“努力完成冲突解决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样的和平行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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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是促使冲突方及其选民的态度和相互关系的改变”.① 亦即建设和平的最

终目标不仅是结束冲突方之间的敌意,阻止冲突的再爆发,更重要的是构建一

系列的制度基础,“创设一个新的环境”,使和平能够持续,从而由“消极和平”
迈向“积极和平”.建设和平涵盖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卸甲、复员与返乡(DisＧ
armament,Demobilization,andReintegration),安全部门改革,重建经济和社

会基本设施,重建公共行政和法治体系,难民回归与安置、人道主义援助,选举

援助,推动制宪、落实和平协议与政治进程,创伤咨询、过渡时期正义与和解等

等,涉及安全和军事、社会经济发展、人道主义、政治和外交、正义与和解等领

域事务,旨在创造稳定、恢复国家机构并解决冲突的社会经济议题.②

在实践当中,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一直是国际社会支持的主导模式.过去

３０年,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主要机构的政策

文件,或明确提出建设和平要依循宪政、民主、自由、人权、分权制衡、法治等自

由主义原则,或通过强调“结构调整”“善政”和“治理技术”等,与上述原则暗

合.美欧等西方国家赞助和实施的建设和平行动则直接奉行自由主义政策.
自由主义在建设和平行动中的主导地位成型于冷战格局终结.苏联、东

欧阵营急剧的整体性崩塌,使得西方制度及支撑其运转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

态失去竞争对手.“历史的终结”的乐观论调一时几乎成了唯一叙述,西方自

由主义制度被视为非西方世界必然且最终的演化方向.这一时期,美国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赢得了向非西方社会推进的良

机.由于西方国家在和平行动与发展援助方面居主导地位,自由主义模式自

然被选作建设和平的主要参考框架,以应对非西方世界的暴力冲突和低发展.
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和加利秘书长１９９２年的“和

平纲领”指引下,联合国率先启动了一大批建设和平行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联
合国在１７ 个 冲 突 后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先 后 部 署 了 建 设 和 平 行 动:纳 米 比 亚

(１９８９)、尼加拉瓜(１９８９)、安哥拉(１９９１)、柬埔寨(１９９１)、萨拉瓦多(１９９１)、莫桑

比克(１９９２)、利比里亚 (１９９３)、卢旺达(１９９３)、索马里(１９９３)、波斯尼亚/黑塞

哥维那(１９９５)、克罗地亚(１９９５)、危地马拉(１９９７)、海地(１９９７)、中非(１９９８)、东帝

汶(１９９９)、科索沃(１９９９)和塞拉利昂(１９９９).鉴于当时的民主化潮流和背景,这
些特派团明确鼓励东道国推行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战略.推进的速度也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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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大学唐布兰卡蒂(DawnBrancati)与哥伦比亚大学杰克斯奈德

(JackL．Snyder)研究发现,在１９８９年之前,和平协议的签署与大选之间的间隔

时间平均是５．６年,１９８９年之后则只有２．７年,缩短了一大半.① 这意味着大多

数国家都在和平行动启动的三年之内举行大选,市场化的改革也相应提速.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逻辑大致基于三个相互联结的论题:“脆弱国家”威

胁论、安全—发展联结与“民主和平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批政府机能弱化、
社会紊乱、陷入或濒临内战的国家涌现,它们被称为“脆弱国家”“弱国家”甚至

“失败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国内暴力冲突不断,无法向国民提供有效的公共

物品”.② 对外方面,则因内部危机外溢,跨境输出难民、疾病、暴力冲突、武器扩

散等各种麻烦,成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温床.欧美所处的“和平地带”和
这些麻烦丛生的“动荡地带”难以分离,后者的动荡冲突对前者的和平与稳定构

成重大威胁.③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索马里、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的波斯尼亚、２００１年的

“９１１”事件,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冲突,就是例证.在这

里,“脆弱国家”的问题绝非自身的问题,而是地区化和国际化的安全议题,由此

“拯救失败国家”、协助这些国家建设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不仅“脆弱国家”被安全化,发展政治也被安全化.首先,安全—发展联结

意味着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紧密牵连: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

保障,暴力冲突将导致“逆向发展”,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造成巨大的人力、
政治和经济破坏,因而为了实现发展,必须阻止和抑制暴力冲突;另一方面,贫
穷、低发展等本身就易于诱发暴力冲突,因而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必须推

动政治和经济发展.其次,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联也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富
国难以独善其身,穷国的贫困、不稳定和冲突必然波及富国,因而,要维护国家

安全,发达国家必须同时扶持这些国家走向稳定与发展.④

“民主和平论”倡导者则假定政权类型与和平之间存在关联,即在处理内

部事务和国际关系中,自由民主国家比“非自由主义”国家更倾向使用和平手

段,它们不太可能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同时,由于建立了和平解决国内冲突

５３

超越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多元论争

①

②

③

④

DawnBrancatiandJackL．Snyder,“TimetoKill:TheImpactofElectionTimingandSequencing
onPostＧConflictStability,”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５７,No．５,２０１３,p．８２３．

RobertRotberg,ed．,WhenStatesFail:CausesandConsequence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４,pp．１Ｇ３．

BarryBuzanandRichardLittle,“BeyondWestphalia? Capitalismafterthe‘Fall’,”ReviewofInＧ
ternationalStudies,Vol．２５,No．５,１９９９,pp．８９Ｇ１０４．

LouiseRiisAndersen,“SecuritySectorReformandtheDilemmasofLiberalPeacebuilding,”DIIS
WorkingPaper,２０１１:３１,Copenhagen２０１１,p．６．



的制度体系,也不太可能爆发内部冲突.① 这一论题隐含的假定是,由于自由

民主的国家才能和平交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好途径是扩展自由民主

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② 为此,需要积极干预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内部政治发

展,即通过促进民主、人权、法治和善政,输出自由主义的国家模式,通过国家

内部的民主化、自由化,来实现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③ 对冲突后社会,民主

也有助于实现稳定,因为民主将不同群体视为平等存在,并为非暴力解决群体

间冲突提供了制度性框架.④

概言之,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关注安全议题的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在“脆
弱国家”建设和平,是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及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
“９１１”之后,建设和平成为安全议程的一部分,在一些国家如阿富汗和伊拉

克,建设和平被视为与反叛、反恐一样的优先任务.⑤ 对“脆弱国家”和发展政

治的双重安全化,意味着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不仅管理冲突,更重要的是转变政

权类型,围绕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一基础,在国家内部建立和平.
支撑自由主义建设和平逻辑的这三个论题中,“脆弱国家”威胁论和安

全—发展联结表明,国家内部问题不仅构成了一种安全挑战,同时也是自身可

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外部的积极干预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民主和平

论”则提出干预的方向,即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解决方案.建设和平的任

务是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将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自

由民主国家.⑥ 这样和平能够自我维持,公开和结构性暴力得以消除,社会、经
济和政治模式也符合自由主义的国际期望.⑦ 概言之,以西方为模板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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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之路,是“脆弱国家”走出冲突、贫困,迈上自助式良性发展

的药方,国家间的对抗和冲突也因此缓解.

二、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发展及其内在悖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倡导者偏向认为“好事连串”———民

主化和市场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旦启动,它们将相互强化,从而迈上富强民主

的康庄大道.联合国在这一期间启动不少和平行动,表现出“新干涉主义”的
倾向,也肇始于冷战刚结束时的这种乐观主义.一些特派团确实取得巨大成

功,比如在纳米比亚和克罗地亚.不过,前往安哥拉、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特派

团则遭遇重挫,民主化的尝试被新的暴力冲突淹没.实际上,在多数国家,政
治民主化或经济自由化或两者同时推进产生了破坏效应,它们导致不稳定,侵
蚀了持久和平的根基.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莫桑比克和危地马拉向多党民主

的过渡相对顺利,但迅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使社会经济动荡不安,有引发再次

动乱的可能.在柬埔寨,选举激化了敌对势力之间的竞争,首相洪森最终强力

弹压,扭转了这个国家向多党民主转型的最初努力.在利比里亚,１９９７年,查
尔斯泰勒当选总统后随即采取暴力镇压,此后国家陷入新一轮冲突.① 值得

一提的是,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方面,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干预行动相比,联合

国特派团的效果总体还更好一些.②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重大缺陷是,它将运转良好的国家的存在视为给定

条件.③ 正如福山所言,“脆弱国家”的问题就在于“国家的力量”不足,即“缺乏

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制度能力”,④或者像亨廷顿所说的,“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

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⑤而１９９０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的却是一

整套弱化国家的方案,因而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有“摧毁制度能力之嫌”,造成

了能力退化和政治衰朽现象.饱受战乱冲击的国家通常缺乏“冲突缓冲区”,
包括非暴力解决争端的传统,放开政治和经济竞争会加剧社会冲突.由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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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效的政府机构,这类国家也更难遏制和管控自由化内在的“病症”.① 因

此,冲突后国家迫切需要的不是迅速大选、民主催化或经济的休克疗法,而是

有控制、渐进地自由化,同时快速建立、完善相关组织和制度,以管控逐渐铺开

的政治和经济改革.②

针对盲目自由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国家权力机构弱化现象,世界银行

１９９７年的«发展报告»提出“国家回归”,强调国家在可持续和平与发展中的基

础性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联合国也采取了更全面、更持久的建设和

平办法,开始注重东道国的政府机构及其能力建设,作为巩固或“锁定”战后政

治、经济改革的手段.③ 在冲突风险较大或持续冲突的国家,优先考虑稳定和

安全,这样国家的作用更显突出,其中警察、军队等安全部门的制度建设和能

力培育被视为首要任务.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建设和平行动,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首要目标也在于确保这些国家有能力维持稳定和打击恐

怖主义等跨国威胁.④

这种强化体制的模式被称为“国家建设”.这一模式认识到,有效、合法的

国家机构的存在是和平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公民权益得以保障、外部援助得

以协调的载体.有效性是确保国家运转良好,能够履行国家的基本功能.合

法性则回应了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核心诉求,即在权力产生和运作层面符合

程序民主的要求.
不过,两者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合法性不仅有内部维度,也有外部维度,

即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和期许,在外部干预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尤其如此.
具体表现是,合法性需要强调主权的国际责任和有限适用,这样就将古典自由

主义视为一体的两个概念即国家与主权分离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索马里、波
黑、卢旺达、科索沃相继发生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及此后“保护的责任”观念的

广泛传播,又“使人们不再集中注意主权政府的豁免权,而注意它们对本国国

民和广大国际社会的责任”.⑤ 它以人的福利、安全和自由为出发点,引入了

“人的发展”和“人的安全”这一更宽泛的概念,尽管国家依然被视为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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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单元.① 国家自主权因此不再绝对自主,而是受到外部义务和责任的约

束.当涉及失败国家时,这一视角要求限制或无视主权,以利于外部的治理.②

因而,自由主义模板实际内在包含着多重议程和多重目标:它既着眼于推

进以西方国家为模板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努力在冲突后的脆弱国家建立有效

的政府机构,在安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和反恐时代,这一模板还迫切要求加强

干预客体的安全部门建设;它既要维持秩序,又要追求国家层面的民主和社会

层面的正义;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又要虑及国际秩序和人的安全;既包含政治

和经济自由化的愿景,又涵盖个人和集体选择或自治的伦理,如此等等.这些

不同议程和目标远期来看可能会相互吸纳和兼容,但考虑冲突后建设和平的

有限时间及外部投入资源的有限性,它们之间必然相互冲突.任何建设和平

行动或不行动都必然导致不同目标之间的权衡或妥协,有时要做出取舍,以推

进另一目标.③

在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不同目标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操作路径.英国埃

克塞特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约翰希瑟肖(JohnHeathershaw)认为存在民

主改革、公民社会建设及国家建设三种路径.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初推进的是

民主取向的政府机制改革,旨在以西方国家为模板重塑对象国.当这种以国

家机构为中心的建设路径遭遇挫折后,干预主体对非政府组织、公民社团及地

方群体在建设和平中的角色兴趣增加,关注个体的主体作用.而国家建设路

径则消除了公民社会路径的激进倾向,重新回归国家在建设和平进程中的基

础地位.⑤ 不过,与第一种不同,国家建设旨在强化国家的制度及其能力.很

显然,由于聚焦不同的目标,多种路径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冲突,必然削弱

建设和平的功效.
多种行为体的参与及政策的不同偏好,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常常

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秘书处的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

行动部分别关注政治外交和安全—军事领域,开发计划署强调社会经济领域,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注重经济发展,但前者偏向重建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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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后者则聚焦冲突后恢复和技术援助.欧洲联盟强调建设和平的政治和

外交,并越来越重视冲突评估和预警活动.美国、英国专注于安全和军事领

域,对民主化和经济复苏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日本重点关注冲突后重建,法
国和德国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冲突后短时期的稳定和长时段的民主促进和经济

重建.① 即便同一国家的不同机构,偏好也存在差异,安全机构侧重安全问题,
而发展机构主要关注(低)发展问题.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丰富内涵及其宽泛界定,也导致对自由主义概念及

其模板的不同理解.② 许多双边、多边机构和区域组织尚未就“建设和平”的具

体内涵,以及它与“国家建设”“稳定行动”“冲突后重建”等相关概念存在何种

关联达成共识.③ 实际上,学界更关心冲突的根源而非政策干预,而捐助方和

国际机构偏向政策实践,很少精心设计模式,因而,只有很少的政策工具被系

统研究.④ 这导致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很难生成一种持续连贯、内在逻辑融洽的

外部干预模式,而是出现多面向的“复合摩擦”,各种干预措施反映了不同甚至

相互竞争的价值规范,在干预客体内部交互作用,导致难以预期的后果.⑤

三、现实、权力、解放:对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批驳

在自由主义阵营外部,过去３０年里,由于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大行其道,引
发了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批判.这些批

评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忽视干预客体的现实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内在机理,导
致无效干预;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权力优势,再现了国际社会的权力等

级体系;对人的解放关注不足.

(一)干预无效论: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忽视干预客体的现实

在批评者看来,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最大问题在于,外部干预者试图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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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偏好,通过输出人权、法治和“善政”等观念和制度来重塑干预客体的国家和

社会结构,却没有虑及它们在国家模式及国家—社会形态之间的巨大差异.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伊恩泰勒(IanTaylor)对塞拉利昂的研究表明,非
洲多数国家并不符合韦伯的经典国家模型,它们更强调非正式结构和国家的

“正常”职能之外的活动,因而,国际社会的建设和平行动不可能产生可持续的

治理机制.① 相反,外部监管破坏了原有的国家—社会契约,破坏了内生性的

政治进程和权力平衡.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干预很容易被国家和次国家层面

的精英“俘获”,导致国家—社会关系的扭曲和裙带政治的再现.其结果可能

出现名存实亡或难以持续的“虚假民主”,依赖于外部的监管;或者生成一种

“混杂政治”:国家的正式机制被重塑后符合西方的规范,但非正式机制仍盘根

错节,传统的等级制度和封闭的社会结构难以触动.两种运行机制扭曲在一

起,导致国家脱离其社会基础,或漂浮于社会之上,难以与之有机融合,正式的

政治进程将越来越被边缘化.② 不论哪一种,都将生成一种外部监管下的脆弱

民主,和平也非可持续的自由和平.
民主化与国内和平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冲突后和转型国家的研

究给出了不少否定的回答.在冲突后的脆弱政治环境下,由于国家制度虚弱,
存在派系或私人武装,政治斗争极化,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盛

行,暴力很容易卷入选举进程,选举本身也易于诱发冲突.③ 在阿富汗、伊拉

克、海地包括转型较成功的南非、柬埔寨、东帝汶等地,选举暴力都曾是一种致

命威胁.冲突后的匆忙大选可能会适得其反,它通常强化冲突中占优一方的

权力优势和合法性,或者加剧社会分裂,重启战端.④ １９９１年５月３１日,安哥

拉政府与以萨文比为首的反对派“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签署«比塞

斯和平协议»,在随后举行的１９９２年选举中,由于安盟失利并拒绝接受选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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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安重陷内战.在波斯尼亚,过早举行的大选强化了民族主义政党对权力的

控制.政权类型的重大转变———包括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通常伴随着更

多的国内暴力.因而,民主化并不总是孵化国内和平的可靠途径.①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总体秉持简单、机械、线性的理解框架,在这种思维框

架下,西方国家的模式和经验被认为是普遍有效并可效仿的,“成功是自然的、
可欲的失败只是(正常轨道上的)一种偏离”.② 从事建设和平的组织和机

构往往出于组织效率和官僚惯性,通过“最佳实践”将援助进程标准化、专业

化.外部干预者相信通过诊断“问题”,然后提供一般性的解决“药方”,就可以

将其引导到前者所开创的良性发展道路上来.冲突和贫困是以高度简化的方

式来理解的,问题能够分门别类,并通过因果关联形成相应的应对机制.③ 这

种思维忽略了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特殊的互动形式,忽略了不同模式背后的

环境、认知和社会实践.它不试图理解内在的因果机制,不寻找建立市场、民
主和法治所需的社会先决条件,将干预方案与政治、历史、社会和组织因素相

隔离,并认为知识和技能具有普遍适用性和跨国可传播性,将社会科学“自然

化”.这种乐观倾向和简单幼稚的“机械思维”,在现实当中遭遇挫折和失败几

乎是必然的.
正如英国国际发展部２０１１年的文件所言,冲突本身不是问题,“冲突是人

类互动的正常组成部分,是个人和团体的需求、利益或信仰不相容时的自然结

果”.④ 外部干预需要转变思维,认识到干预的有限性,将冲突看作需要“应对”
和“管理”而不是可以“解决”或“阻止”的问题,着力解决国家或社会管理冲突

的能力.国际干预可以影响,但不能从外部输入或强加解决方案.除非将和

平视为包容性的内生社会进程,否则,即便冲突方在国际社会协助下签署和平

协议,也只是流于表面和不可持续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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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霸权,再现了国际社会的权力

等级体系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绘制了一幅自由、民主、和平的温情画卷,却刻意忽略

建设和平推进中的选择性和胁迫性.在现实主义看来,建设和平声称从根源

上化解一国内部冲突,实际却服从总体或特定的霸权战略利益,采取行动控制

或压制冲突,或干脆漠视任其发展.它优先关注具有管治能力的国家制度建

设或重建,而不是将多元开放、参与性治理或社会的民主转型作为遏制冲突和

促进稳定的优先手段.① 这一策略认为稳定和消极的和平高于正义和冲突解

决.因而,建设和平与其说渊源于威尔逊和康德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不如说

更多受霍布斯主义驱动,后者更关注权力和利益,介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

间.② 古典自由主义模式旨在将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实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和平与稳定的良方,但在实践层面,大国自私利益的考量和非自由主义手段

的推动,使其完全脱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轨道.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协

商不同,建设和平实践者往往倾向于认可“赢家的和平”,原因在于,与冲突后

外部费力推进的民主化相比,“基于军事胜利的和平,以及赢家的霸权或统治,
更有可能持续下去”.③ 外界的认可与赢家的主导地位构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

系,其结果是弱化了以平等为社会基础的民主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批驳更加尖锐.这种批评

主要有两点:一是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二是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霸权,是新

殖民主义的再现.很显然,自由主义建设和平推广的是西方意识形态及其普

世价值观.它接受西方国家的指导,并试图复制符合西方国家期望的民主、经
济和社会过程.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贝特贾恩(BeateJahn)认为,“自由

民主的悲剧”就在于它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无视可能的负面效应,推
动外部干预.④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迈克尔迪伦(MichaelDillon)和伦敦国王

学院尤里安雷德(JulianReid)则指出,自由主义为了控制和管理后殖民世

界,寻求“在打击所有其他文化的战争中,使(西方式)公民社会的驯化机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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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①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假定国际干预是西方国家的特权,干预客体是非

西方国家,西方专家具有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技术和资源.通过将非西方世

界丑化为落后的、动荡的“他者”,干预主体成功掌控了“发展话语”,进而发展

成“话语霸权”和“话语统治”.② 干预主体与干预客体表现出一种不对等的权

力关系,构成一种家长制的关系框架.由此“发展话语”掩盖了无声暴力,干预

主体还通过对主权权利的直接挑战,构建或强化了更具扩散性的权力等级

体系.③

自由主义者坚信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优越性.正如英国肯特大

学教授安德鲁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所言,自由主义者真诚地相信,
他们“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是理想世界的典范”.④ 危险在于,自由

干预主义也可能成为压迫者,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

义建设和平可以被视为一种“侵略性的社会工程”,是资本主义为自身稳定而

推动的“世界秩序工程的组成部分”,⑤是管理功能失调的全球化所必需的机

制.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不会促成真正开放的政治话语,表面上“是两个合作伙

伴之间的关系,实则是权力等级制度的产物”.⑥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马

克达菲尔德(MarkDuffield)将建设和平看作“全球自由主义治理”的工具,
是西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或生物政治资本主义保护自我的独家跨国网络,
它以全球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名义伪善地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将干预诠释为

挽救、发展或保护“他者”,外部的监管控制得以合法化和扩展.⑦ 自由主义描

绘了一幅基于人权、民主、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的和谐画面,实则是在抵制或

同化边界外“不自由的他者”,迫使被干预国家在自由化和垮台之间抉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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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因此沦为所谓文明社会向外播撒种子的侵略工具.①

(三)自由主义建设和平忽视人的发展和解放

在批判理论看来,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国际建设和平纳入了一系列以人

为中心的活动:军人的卸甲、复员和返乡,遣返、安置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

群,就业与经济发展,促进人权与和解等.安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正
义与和解———建设和平的这四大支柱也构成了一项全面的人权议程.但这种

关注是不彻底的,建设和平的具体实践更将这种承诺大打折扣.
首先,批判理论认为发展议程屈从于安全问题.②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偏重安全议题,轻视发展议题,或者从安全角度看待南方国家的发展,发展议

题和发展议程安全化;二是偏重“免于恐惧的自由”,即保护免受暴力的威胁,
对囊括食物、健康、环境、人身、群体、政治安全等内容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关

注.③ 自由主义建设和平根本无法解决贫穷、社会排斥、正义赤字和机会不均

衡等重大发展问题.④ 正如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罗杰麦金蒂(Roger
MacGinty)所言,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使“和平”行动成为一种“包括投放计票

箱、计点人头和武器、修改宪法和重建住房的的技术操练,而和解、社会排斥和

生存尊严这类更棘手的情感需求问题却得不到解决”.⑤

其次,对安全的偏重及“国家中心”的干预模式,导致自由主义建设和平产

生了一种复杂的代理网络,这一网络从主要国家、国际、区域组织流向被干预

国精英,进一步辐射到地方精英.⑥ 干预强化了权力持有者的地位,对普通大

众的解放难以发挥实质作用.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奥利弗里士满(OliＧ
verP．Richmond)认为,“解放”应该是自由主义议程的一部分,但目前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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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自下而上的实践不够重视或投入不足,不能充分赋予个人权力,使他们

“免于霸权和支配”.① 就像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教授迈克尔普格(Michael
Pugh)指出的,即便关心干预客体的参与,也只是一种“虚假赋权”,“将责任推

给(对象国)社会却不转交控制权,主要目标是维持等级制度”.② 基于此,里士

满提出了一种解放型的建设和平路径,这一路径更关注“社会福利和正义”及
当地合法性,将非精英群体纳入冲突后政治和经济结构,直接参与国际建设和

平行动.③ 解放型的建设和平不寻求灌输普世性的观念,而是基于当地需求及

对和平的本土理解,自下而上建立起支持和巩固和平的公民社会基础.④

再次,在批判理论看来,自由和平等同于消极和平,或者仅仅注重解决冲

突的外在表现,却避免整体的结构性变革.⑤ 正如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戴

维钱德勒(DavidChandler)所分析,由于偏向遏制冲突和冲突后的短暂过渡

问题,变革社会的宏大抱负被降格为规范或管理,即稳定和秩序这种“安全化”
议题被视为外部干预的出发点和重心.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层面的“解放”
使命沦为空谈,与现实的转型实践相差甚远.⑥

四、超越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地方转向

不论自由主义自身存在的问题,还是其他学派的批评,建设和平都需要发

展一种适应干预客体当地需求和环境的理论和实践.自２００１年以来,西方国

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改造遭遇重大挫折,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受到空

前批评和质疑.在此背景下,关注地方、地方参与甚至地方自主的声音明显增

强,建设和平的地方化趋势加快.对“地方”(local)的重新发掘和阐释成为风

潮,批判理论视其为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挑战和替代,政策实践人士则期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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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良方.①

不过,“地方”内涵丰富,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地方”概念:在既定边界内

基于当地文化、传统和实践而产生的独特制度,包括当地社会组织模式、传统

习俗或做法、特定的组织或规则等;各种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涉及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族群、乡绅等社会行为体,以及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

方政府或地方性的政治组织;一种实践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不是地理空

间,而是当地多种多样的“日常生活”.② 第一种定义突出了差异性和异质性,
强调外部灌输的模式的非适用和消极作用;第二种定义超越了自上而下单一

“国家中心”的外部干预模式,强调民间社会、地方政府等在包容性参与、干预

有效性和合法性方面的功能;第三种对“地方”的理解则强调,建设和平是一种

双向互动的实践进程,在与当地接触中不断调试、适应、变革.
地方化视角首先要求国际社会尊重和了解对象国,摆脱干预主体的优越

心态,尊重和平进程的内在属性.正如较早提出建设和平地方化路径的和平

学家约翰保罗莱德里奇(JohnPaulLederach)所指出的:“维持长期和平的

最大资源总是植根于当地人民及其文化.”③对莱德里奇来说,建设和平需要摆

脱外部工具性的干预,将当地人视为“资源”与和平进程的主体,而非外部政策

的被动“接受方”.从长期来看,地方化视角可以通过唤醒公民权利意识、培育

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最终导向以人为发展主体、通过地方性的组织网络去解

决和平问题的“另一种发展”.④

和平建设绝非简单的自由—地方的“嫁接”过程.自由主义建设和平通常

将地方因素视为问题本身,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案;将地方描述为无知、野蛮、不
文明的“他者”,是待改造的对象.这就导致外部驱动的和平建设在合法性、包
容性、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致命缺陷:政治权威被转移到国际机构身上;地方被

边缘化或参与感不足;自上而下的干预模式导致当地对国际存在和支持产生

依赖,外部引领的民主化侵蚀了地方政治进程的空间.⑤ 由于创造的是一种监

管和自由的混合体,因而,这种自由主义和平不仅很难符合国际预期,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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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地方的批评甚至抗拒.里士满教授批评指出,失败的和平建设一直是外

部化的结果,由提供安全、政治体制及市场准入的国家绘制蓝图,很少考虑当

地环境和当地议程.① 它倾向于使那些不符合霸权世界观的国家和不为外部

(西方)所熟悉的“制度”失去合法性,强化了发展中世界的问题外部化的倾向,
而妖魔化“他者”也成了控制和干预的借口.②

其次,地方化的视角并不否定“国家中心”视角的重要性,尤其在冲突后的

脆弱环境下.但建设和平需要超越单一的“国家中心”视角,关注冲突的地方

原因以及多层政治体系和公民社会在和平建设进程中的参与和自主权.一方

面,地方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冲突往往存在不同的演化逻辑和解决路径,因而,
国家层面取得的和平进展很难滴灌到地方,从而终结地方暴力.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塞维林奥特瑟拉(SéverineAutesserre)对刚果(金)的深入研究表明,
自下而上的对抗在维持地方层面的暴力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议程

让村民、酋长、社区领袖或民族领袖在分配土地、矿藏开采、地方官员任命和传

统职权分配、地方税收和确定特定群体和个人的社会地位等方面相互冲突.
因而,持续冲突的原因是地方性的,自上而下地建设和平必须结合自下而上的

冲突解决进程.只有把基层的行动与高层政治领域的干预相配合,国际干预

才可能成功.③ 挪威东南大学阿里德休(ArildSchou)对２００８年菲律宾邦萨

摩洛地位问题的谈判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斯里兰卡第五次和平进程的案例研究

也发现,中心—边缘关系具有多面复杂性,中央和地方冲突不一定沿着相同的

边界演变,由于两次和谈未能纳入地方权力分享,因而都没有成功.④

另一方面,“国家中心”视角总体解决的是消极和平,即管理和遏制冲突,
而“自下而上”的视角则要夯实和平的社会和地方基础.“自上而下”的路径主

张采取滴灌方式,寻求稳定、安全和“制度优先”;“自下而上”的路径则主张公

民社会在预防冲突、多轨外交和建立“地方和平能力”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这一

路径将夯实民主社会的根基,建立可持续的、符合当地实际和需求的和平架

构.显然,外部支持和外部合法性不足以建设和平,更重要的是“赢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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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当地的支持和合法性,将和平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国内社会契约的基础上.
不仅如此,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社团和地方精英在和平进程中的功能是独

特且难以替代的.在经历血腥种族大屠杀的卢旺达,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推

动建立的１５个“和解村”,对卢旺达走出战争创伤、推动和解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更重要的是,地方化的视角要求发掘和充分利用当地人和本土资

源,实现建设和平的内生发展.正如麦金蒂所言,自由主义建设和平模式往往

是“高度标准化”的,并且植根于“西方模式的优越性”.① 在制度建设上,外部

干预者可以引入、引导、激励或协助,但不能大包大揽,尤其是从一个社会简单

照搬,移植到另一个社会.钱德勒对波斯尼亚行动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干预者的广泛权力“破坏了波斯尼亚的机构并创造了依附关系”,因此,“对促

进波斯尼亚的民主和自治毫无帮助.”②比较好的做法是发掘、“唤醒”和“重构”
当地业已存在的和平机构和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卢旺达,传统的民间法

庭“加查查”在推动民族和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约２００万大屠杀行凶者

接受了该法庭的审判,行凶者则通过坦白获得谅解.过去十年里,尼泊尔的

“米吉亚”等传统争端解决机制收到大量国际捐助,这些地方机构依靠对话、调
解和仲裁来解决社区纠纷,７０％左右的争议得到满意解决.在哥伦比亚、危地

马拉、海地、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东帝汶、阿富汗、塞浦路斯

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种各样的地方组织参与了冲突后的安全、政治、
经济和社会事务,并得到一系列外部行为体的选择性支持.当缺乏有效和合

法的国家制度时,外部干预者可以协助建立一整套政府机构,像在东帝汶那

样.但索马里的案例也显示,地方和非正式的司法和冲突管理机构往往会自

主扩展,并享有更大的地方合法性.③

这并非是拒绝机制创新和外部引入,地方化视角强调的是,如何使新机制

适应当地情势.概言之,必须将地方机制和能力视为“管理冲突战略的核心要

素”,赋予其参与权和自主权.国际干预的作用是培育和扶植这种制度和能

力,逐步使当地能够自主维持和平、决定自己的未来.
当然,地方化视角也需要辨证看待,不能被浪漫化.一些地方性传统比较

保守,倾向于固化精英阶层的地位,妇女、少数族群和年轻人常被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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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往往强调遵从,拒绝批评和变革.① 在不少情况下,地方化会“加深社群之间

的已有裂痕”,增加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权力竞争,延缓国家建设进程,甚至导

致军阀和私人武装盛行,冲突以各种方式得以延续.② 在阿富汗、波黑等地,地
方势力成了犯罪网络、暴力、恐怖主义和腐败的庇护网络.有些地方精英出于

权力与利益考量,还会抵制和平协议.比如,２００８年肯尼亚大选出现暴力冲突

后,国际社会和非洲联盟调解的和平协议无法推行.不仅如此,外部干预者为

规避问责,还可能将支持地方能力作为一种借口.③

总之,地方视角应该被纳入建设和平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

药.建设和平需要避免地方和国际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实际上,外部干

预者对地方建设和平的参与可能会出现参谋、协助、指导、合作、教授、示范、顾
问、手把手传授、提供建议等多种不同方式,或者外部行为体居于主导,或者地

方行为体居于主导.④ 这就需要外部议程和地方议程各自做出调整,外部的模

式和观念只有与地方结合,才有价值和意义.⑤

结　　语

一些学者建议对陷于冲突和冲突后的脆弱国家降低主权等级,“在某些特

定领域创建共享主权”、采用主权代理或托管.⑥ 也有建议采取放任政策,任其

自行发展.⑦ 前者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干预客体的支持,后者没有顾及国

际社会的道德责任,也难以承受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外溢所带来的地区和国

０５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RogerMacGinty,InternationalPeacebuildingandLocalResistance:HybridFormsofPeace,p．５２．
TanjaChopra,“WhenPeacebuildingContradictsStatebuilding:NotesfromtheAridLandsofKenＧ

ya,”InternationalPeacekeeping,Vol．１６,No．４,August２００９,pp．５３１Ｇ５４５．
DavidChandler,“PostＧconflictStatebuilding: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InMichaelPugh,

NeilCooperandMandyTurner,eds．,WhosePeace?CriticalPerspectivesonthePoliticalEconomyofPeaＧ
cebuilding,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１,p．３４３．

DouglasP．Champion,DavidH．KielandJeanA．McLendon,“ChoosingaConsultingRole:PrinＧ
ciplesandDynamicsofMatchingRoletoSituation,”inJanUbels,NaaＧAkuAcquayeＧBaddooandAlanFowlＧ
er,eds．,CapacityDevelopmentinPractice,UK:Earthscan,２０１０,pp．５９Ｇ６１．

ShahrbanouTadjbakhsh,ed．,RethinkingtheLiberalPeace:ExternalModelsandLocalAlternaＧ
tives,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１,p．２７２．

StephenD．Krasner,“SharingSovereigntyNewInstitutionsforCollapsedandFailingStates,”InternaＧ
tionalSecurity,Vol．２９,No．２,Fall２００４,pp．８５Ｇ１２０;RobertO．Keohane,“PoliticalAuthorityafterIntervention:
GradationsinSovereignty,”inJ．L．HolzgrefeandKeohane,eds．,HumanitarianIntervention:Ethical,Legal,
andPoliticalDilemma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pp．２７６Ｇ２７７;GeraldB．HelmanandSteＧ
venR．Ratner,“SavingFailedStates,”ForeignPolicy,No．８９,Winter１９９３,pp．３Ｇ２１．

FlorianP．Kühn,“LessIsMore:InternationalInterventionandtheLimitsofExternalStabilizaＧ
tion,”pp．６２Ｇ７４;EdwardLuttwak,“GiveWaraChance,”ForeignAffairs,Vol．７８,No．４,１９９９,pp．３６Ｇ４４．



际灾难.建设和平及国际社会参与的必要性是很难质疑的.分歧的地方在

于:谁是建设和平的主体? 采取何种方式建设和平? 建设谁的和平? 建设什

么样的和平?
这些问题总体涉及干预主体、客体之间及干预主体内部和干预客体内部

的多方、多层面的权力关系.仅就干预主体而言,就存在联合国、欧盟等多边

国际和区域组织,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机构和各个援助部门,种类繁多的非

政府组织等,它们或者通过网络协调,或者各自独立提供不同援助和方案.如

何协调和照顾不同群体的关切,确实非简单的理论所能涵盖.
自由主义对特定政治模式的偏爱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限制了它的功效

和可接受程度.但批判理论对权力因素的过分解读,也妨碍了一种更加完善

的建设和平方案的提出和发展.考虑到和平进程的内在属性,地方化的视角

无疑是趋向和有价值的,但这一路径也面临着困难:国际援助很难到位、缺乏

协调,干预客体内部对和平的理解也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解读.要达成一种

更完善的外部干预,建设和平的理论和实践确实需要巧妙平衡多方利益考量,
不断对干预措施进行反思和调整,尤其要避免不适当的干预造成更多损害的

出现.
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建设和平的参与主体越来

越多元化.基于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新兴经济体在建设和平中提出

的方案与自由主义迥异.① 比如,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总结的“发展和平”模
式,即主张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全面发展,
进而消除东道国国内冲突的根源.② 这种模式聚焦发展—冲突这一死结,倡导

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的思路解决冲突问题.尽管难以适用所有的冲突情境,
但往往切合一些国家的实际需求,至少提供了另一种有益的探索或补充.如

何在多种模式和路径之间寻找融合和沟通,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境推进相

应举措,恐怕是建设和平今后面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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